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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干旱半干旱生态脆弱区，地下水是限制植物种类组成、数量和生长发育的关键因素之一。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与土地

利用强度的增加，我国北方普遍出现以极端气候变化、地表水体萎缩和地下水位下降为特征的生态过程，对区域生态系统安全

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而有关干旱半干旱区地下水埋深变化驱动退化植被恢复和稳定性维持方面的系统研究尚存不

足。 本文系统总结了地下水埋深变化分别对植物、土壤产生的影响及其三者间相互作用关系，比较分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归
纳总结了地下水埋深变化的驱动作用和影响因素，以及干旱半干旱区地下水埋深变化对植物土壤系统影响的预测模型研究，以

期为今后应对地下水埋深变化制定生态保护策略提供理论指导依据。 最后对本研究方向做了展望。
关键词：干旱半干旱区；地下水埋深；土壤水分；土壤养分；植被特征；模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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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是全球水文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下水不仅是多种生态系统的稳定水源，在维系生态系统功

能、保障物种生存条件等方面起关键作用［１］。 在干旱半干旱生态环境脆弱区，水资源是限制植物种类、数量

和生长的关键因素。 由于该区年降雨量少且蒸发量大，较稳定的地下水资源成为植物生长依赖的重要且唯一

的水分来源［２—４］。 地下水水位主要受降雨和人类活动影响，区域尺度地形地貌变化也会影响地表到地下水的

距离。 地下水净流量的稳定取决于以下参数：植被分布，海拔，土壤类型，和土壤利用模式［５］。 虽然该区地下

水位的变化是自然发生的，但近年来由于人类的过度利用，加速了对地下水的开采，引起了土壤水分养分、植
物功能性状、群落结构的变化等［６—７］。 因此，干旱半干旱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恢复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了解清楚地下水埋深变化对植物土壤特征的影响，在植被恢复、土地生产力维持和水资源

调控方面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全球干旱、半干旱区主要分布在南北纬 １５°—３５°，并向内陆和极地延伸至南北纬 ５５°的地区，我国境内的

干旱、半干旱区包括全部的西北地区以及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西部的部分地区。 该区水资源的匮缺使得

我国成为当今世界受沙化危害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沙化类型多，分布范围广，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８］。 根据全国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 ２０１４ 年我国沙化面积已达 １．７４１０６ ｋｍ２，占国土总面积的

１８．１６％。 与 ２００９ 年全国沙化监测结果相比降低了 ９．０×１０３ ｋｍ２左右，沙化面积总体呈减少趋势［９］。 从 １９９９
年至今，虽然我国沙化情况有明显改善，但局部地区仍在扩展［１０—１１］。

以科尔沁沙地为例，该区东邻东北平原，西连内蒙古高原，地势上属于从高原向平原过渡的地带［１２—１７］。
由于科尔沁沙地气候干旱，人口密度高，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土地承载压力大。 同时，过度放

牧和开垦等不合理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也促进了严重的土地沙漠化、草地退化和土壤盐渍化。 研究表

明［１８］，近几十年来，过度放牧和抽取地下水灌溉导致地下水位显著下降。 在地下水位相关的模拟试验中发

现，沙地植物生长需水的地下水供给量降低了 ２５％［１９］。 保护并合理开发科尔沁沙地地下水，既能稳定沙地植

被，防止沙地面积扩增，同时可以促进周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为深入理解我国干旱半干旱生态脆弱区对全球环境变化和人为活动的响应，重点针对干旱半干旱

区的地下水埋深变化与沙地植物、土壤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以期为揭示干旱半干旱区地

下水埋深变化对沙地植物土壤系统演变的驱动作用提供参考，促进干旱半干旱生态环境脆弱区生态系统保护

与恢复研究的发展。

１　 地下水埋深变化对土壤水分和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干旱半干旱区限制植被生长的主要因素是土壤水，地下水位埋深变化对土壤水含量大小起着决定性作

用［２０］。 地下水、土壤水、植被作为该区关键生态要素，彼此间存在着复杂的动态平衡关系，而抽取地下水灌

溉、植树造林等人类活动破坏原始土体结构、降低地下水位，打破了这种平衡，进而引起植被生长协同损伤。
在干旱半干旱区降雨少且蒸发剧烈的脆弱生态条件下，地下水成为该区重要且唯一的水分来源，土壤水分的

变化主要由地下水埋深决定，其动态变化被认为是控制该区整个生态系统最重要的驱动力［２１—２２］。 前人通过

对三种地下水埋深梯度下 １．２—１．４ ｍ 土层的含水量进行测定分析发现，土壤含水量随着地下水埋深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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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显著下降，当地下水深度超过 １ ｍ 时，２０—８０ ｃｍ 土层的土壤含水量提高了 ２９％；然而当地下水深度超过 ６
ｍ 时，１．２—１．４ ｍ 土层的土壤水分与地下水深度无显著关系［２３—２４］。 此外，较高的植被群落覆盖度可能会显著

影响地下水埋深［５，２５］，随着地下水埋深的增加，土壤内水汽传递能力逐渐减弱，土壤含水量及其分布特征主要

受地下水深度及土壤毛细管输水能力所能上升的最大高度决定。 干旱半干旱区地下水与土壤理化性质之间

关系的研究表明，理化性质受地下水埋深变化的影响较大［２６］。 陈冠光在对疏勒河下游地下水埋深与土壤理

化性质变化关系的研究中发现，随着地下水水位的下降土壤有机碳、总氮和总磷含量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

势，而土壤 ｐＨ 值相反，其中土壤有机碳和总氮含量在地下水埋深为 ２．０３ ｍ 处达到最高，之后逐渐降低；土壤

总磷含量在地下水埋深为 ２．７８ ｍ 处达到最高后开始降低；土壤 ｐＨ 值在 ２．０３ ｍ 处达到最低，之后开始升

高［２７］。 也有研究显示土壤理化性质表现出与此结果相反的变化趋势，原因在于极端干旱区植物根系的水力

提升作用将植被所需养分富集在土壤表层［２８］。 同时，地下水埋深变化也会影响土壤容重，随着地下水埋深增

加，土壤容重变大，导致植被结构和功能恶化［２９—３１］。 由此可见，地下水埋深的增加对土壤水分，土壤总碳，土
壤总氮和土壤有效钾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土壤容重随地下水埋深的增加而增加。 此外，土壤中的碳含量有

助于氮和磷的供应，良好的土壤结构有利于植物生长［３２—３４］。 土壤盐渍化会明显降低土地生产力，直接影响植

物的生长和植物多样性［２８］。 有研究表明［３５］，土壤表层盐渍化和地下水矿化程度程度随着地下水水位的上升

而增强，当地下水中的溶解盐上升到土壤表层并随着水分的蒸发而积累时，就会发生土壤盐渍化。 当地下水

埋深为 １—２ ｍ 时，由于土壤毛细管水含量的增加，太阳辐射诱导土壤水蒸发作用加强，致使土表盐渍化加剧；
当地下水埋深为 ２—４ ｍ 时，毛细管水水位下沉，地下水向大气的蒸发量减少，盐含量降低；当地下水埋深超过

４ ｍ 时，地下水水位降低导致表层土壤毛细管水蒸发效应减弱，表土含盐量下降明显［２３］。 Ｈｕ 等的研究发现

高强度的蒸发和低植被覆盖度促进了土壤表层的盐积累，通过脱盐交换和碱化过程进而导致土壤溶解盐含量

降低和土壤 ｐＨ 值升高［３６］。 土壤电导率随着地下水埋深的增加先增加而后迅速下降，土壤 ｐＨ 值则呈现相反

的过程［５］。
综上所述，已有大量关于地下水埋深变化对土壤水分及土壤理化性质影响方面的研究，总体可归纳为以

下四方面：１）土壤水分含量及其分布特征受地下水埋深变化及土壤毛细管输水能力的影响较大；２）土壤容重

与地下水埋深呈正相关关系；３）不同生境下土壤理化性质随地下水埋深的变化趋势有显著差异，原因在于不

同物种植物根系的水力提升作用；４）土壤表层盐渍化程度随地下水水位的上升而增强，当地下水深度超过

４ ｍ表土含盐量明显下降。 可见在不同生境条件地下水水位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土壤水及土壤理化性质产生

负面影响，因此在生境的选择以及明晰最适地下水埋深方向的工作有待进一步探究。

２　 地下水埋深变化对植被特征的影响

地下水也是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从土壤获取水分养分等物质的重要来源之一［３７—３８］。 地下水水位较高则

植被密度较大且生长旺盛，地下水水位过低则植被稀疏且长势较差［３９—４１］。 有研究显示，在地下水埋深较浅的

区域，胡杨根系与地下水的接触面积相对较大，水分较为充足，并且漫溢作用较强，植被长势较好，单位面积生

物量较大；随着地下水埋深加大，植物根系与地下水的接触面积变小，植被长势逐渐衰弱，单位面积生物量降

低［４２—４４］。 地下水埋深的增加显着降低了物种丰富度，地上生物量，群落覆盖率，群落高度和叶面积指数［５］。
但有研究表明，地下水位上升会导致灌木植物的死亡，地下水位下降会使灌木植物得以定植，而导致草本植物

生存困难，进而导致该区物种多样性降低［４１，４５］。 Ｃａｒｖａｊａｌ 等［４６］通过对阿塔卡马沙漠不同干旱胁迫梯度灌木抗

旱策略差异性分析发现，物种多样性的下降是由干旱地区内陆河流域的草本植物消失引起的，而物种丰富度

的最佳地下水深度并不是最浅的地下水深度。 张俊等通过对鄂尔多斯高原地下水埋深与浅埋区植被关系研

究发现，地下水位为 １．６ ｍ 左右时是植被生长发育较为适宜范围，并将此水位埋深界定为生态交错带临界水

位，是地下水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生态敏感区；水位埋深低于 ０．６ ｍ 为湿生、盐生植被优势区，地下水水位深度

超过 ３．２ ｍ 地带为旱生、沙生植被优势区［４７］。 本文论述的重点是沙地植被对地下水埋深变化的响应，由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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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降水少，蒸发强烈，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含盐量通常较高［４０］。 Ｈａｏ 等［４８］ 研究发现即使塔里木河流域存在良

好的水资源条件，高盐度也能抑制草本植物。 该结果的潜在机制可能是高盐度生理压力限制了适应高 ｐＨ 物

种的物种数和物种丰富度，同时群落覆盖度受地下水深度的影响较大，当地下水深度增加至特定值时受土壤

盐碱的影响，群落覆盖度降低。 Ｆｕ 等［２１］指出，浅根植物和草本植物的结合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是恢

复沙地植被的最佳物种组合，其中干旱区的沙地植被主要分布在地下水深度为 ３ ｍ 范围。 由此可见，在地下

水位较深等水资源受限的条件下，不同物种的根系分布范围不同，其水分利用策略也有差异［４９］。 例如浅根植

物与深根植物在垂直生态位的共存方面存在互补现象［５０］。 同时，受生物过程的影响灌木下土壤会出现养分

富集的现象，即“沃岛效应” ［５１］，从而给草本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维系了该区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与

多样性。
考虑到不同植物物种独有的生物学特性，植物生理性状可以更准确的预测生态系统的功能，解决了由于

“抽样”所导致的植物群落特征解释生态系统功能变化的局限性［５２］。 在群落水平上，植物应对环境变化的响

应可以通过叶片功能性状值表达，即地下水位的下降使土壤含水量降低，进而可能导致叶片和茎水势降低，气
孔闭合进而导致蒸腾作用减弱［３９，５３］。 过高的地下水位可能会使植物根系区缺氧，植物根系转换为无氧代谢

模式，导致植物死亡［５４］，潮湿的生境也会减弱植物的水分利用效率和光合作用，同时会降低植物根、叶的组织

密度［５５］。 同时，植物体内 Ｎ、Ｐ 含量的变化也可以反映植物个体或群体如何应对环境变化，前人研究发现，干
旱区植物比湿润区植物的 Ｎ、Ｐ 的养分吸收率更高，地下水水位下降造成的干旱胁迫，会触发植物产生高浓度

的脱落酸，进而削弱沙地植物代谢和养分转化的能力［５６—５８］。 然而干旱区植物由于环境因素限制，土壤中的

Ｎ、Ｐ 营养元素较为匮乏，导致植物体内 Ｎ、Ｐ 含量维持在低水平状态，这可能是干旱地区植物应对贫瘠环境的

一种生存策略［２７，５９］。 由于沙地生态系统水分条件的限制，不同植物依靠其自身生理结构和抗盐策略促使他

们在生长过程中获取水分和养分的能力也有差异［６０］。 盐生植物的枝叶同化形成了发达的储水组织和粘液细

胞，可以增强细胞的吸水和持水能力，稀释其体内盐分并维持正常的养分吸收能力［６１］；而对于沙地中的糖类

植物，其从叶到根的“内部除盐”机制可以保持体内的低盐水平并减弱盐对植物吸收养分的干扰［６２］。 乔、灌
木较草本植物在形态上表现出对水分胁迫更强的适应性。 干旱区乔、灌木群落的比叶面积和叶片瞬时水分利

用效率在环境适应方面比草本植物更有优势，多年生草本与一年生草本相比有较强的适应能力［６３］。 有研究

表明［３２］，一年生植物的比叶面积显著大于多年生植物，而且一年生植物和多年生植物间的叶干物质含量也存

在一定的差异。 胡杨在干旱条件下为了维持自身的新陈代谢能力，采取减小叶面积和比叶面积，增加叶片厚

度、叶组织密度和叶干物质量的权衡策略以降低植物体内水分蒸腾散失、资源消耗和增强持水、抗逆及叶片养

分的贮存能力［６４］。 随地下水埋深增加，小枝长度、叶面积、叶生物量的降低和小枝茎粗、叶厚的增加，表明旱

区植物枝叶性状间存在明显的权衡关系与协同适应策略［６５］，进而说明植物群落水平的表型功能性状对地下

水水位下降导致干旱胁迫的响应程度不同，反映了植物群落应对环境胁迫的不同形态适应策略。
综上所述，植物为了适应地下水埋深的变化，植物群落特征、植物生理性状及植物根、茎、叶等形态结构均

发生一定程度的适应性改变，通过深入了解植物特征对地下水埋深变化的适应策略，对研究植物面对未来气

候变化所表现的抗旱性和适应性具有重要作用。

３　 土壤理化性状、地形因素与植物群落关系研究

３．１　 土壤理化性状与植物群落关系

土壤在为植物生长提供物理支撑、调节养分和水分有效性、判定生产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３４，６６—６９］。 通

过改善土壤物理质量（如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孔隙度和团聚体稳定性）可以恢复植被，改善受干扰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７０—７２］。 土壤水是干旱半干旱区植被生长的重要限制性因子，土壤水除了依赖降雨补给，地下水埋深的

变化对土壤水分影响明显，土壤依靠毛细管拉力将地下水上提到植物根系分布区供其利用，而土壤毛细管上

升力因土壤质地有所差异，毛细水在沙土中的上升高度可以达到 ７３ ｃｍ，在壤土中的高度可以达到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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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７３］。 有研究结果表明，土壤水分的增加会降低物种丰富度［７４］，而大多数的研究结果显示土壤水分的增加

会提高物种丰富度［７５—７６］，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土壤水分增加使得植物长势好、密度大，加剧了种

间竞争，进而导致物种丰富度的降低，而旱区植物种间竞争的影响较小［７７］。 同时，在降雨量变化较大的情况

下，土壤酸碱度限制了细菌多样性并抑制了真菌菌根在植物根部定植的能力进而影响土壤碳储量［７８］，加剧了

植被斑块中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差异性，并随着土壤含水量的降低，淋溶作用减弱，差异更显著［７９］，使土壤养分

的空间变异性成为植物适应对策和植被分布模式的重要驱动因素。 土壤养分的变化也会影响土壤真菌群落

组成，进而影响植物物种多样性及叶片生理功能［８０］。
此外，植被恢复也会影响土地生产力，植物物种的根系和凋落物改变其生物和非生物土壤环境，进而影响

其自身或其后代演替。 这种类型的反馈可能是负向的（导致土壤群落、化学和物理等土壤条件的变化对同一

物种个体的净生长产生减少效应），中性的（净效应是土壤群落的所有影响为零），或正向的（同一物种的植物

或后续个体的生长受到净土壤效应的促进作用）。 负反馈效应可能导致植物的退化，也可能导致幼苗死

亡［６９］。 然而，自然界中可能存在更积极的植物⁃土壤反馈作用，例如植物物种对土壤养分分解与吸收的特定

策略，即一些植物物种所表现出的所谓的归属地优势效应，积极的植物⁃土壤反馈会促进优势发展。 同时，为
了解植物⁃土壤反馈效应如何影响植物群落动态，需要将直接反馈效应与间接反馈效应进行比较，不同的植物

种类往往对土壤质量具有物种特异性影响［８１—８２］。 前人研究黄土高原风水蚀区植被恢复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

响时发现次生天然草地表层（０—２０ ｃｍ 土层）土壤物理性质（容重、平均粒径、大团聚体等）得到显著改善，而
补植灌丛（柠条）效果不明显［８３］。 也有研究表明，由于灌木冠幅下土壤养分富集特性，为草本植物提供了适

宜的生存条件，草本植物的生长也反馈到了土壤浅层区，使其具有更大的持水能力和孔隙度，促进了植被盖度

和物种丰度［６６，８４—８５］。
因此，生态系统的地上和地下过程决定了植物⁃土壤的互馈机制，并影响植物群落的组成和养分循环过

程，进而影响生态系统功能，如植物和其他群落之间的相互作用，保护地下水资源和防止水土流失［６９］。
３．２　 地形因素与植物群落关系

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基于红色和近红外反射率监测植被数量和状况的时空变化，对许多植被群落特

征响应敏感，例如由于叶片结构和功能不同而导致植被生物量和生理状态有差异，从而使植物冠层对太阳辐

射的吸收和反射产生显著变化，并有助监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８６—８８］。 实际上，不同植被的 ＮＤＶＩ 值取决于自

然环境条件是否适合其自身生长，而植被的生长受环境因素（温度，水文条件和光照）的影响很大，小尺度区

域的地下水埋深等环境因素主要取决于地形的变化。 坡向通过影响太阳辐射、蒸散和降水的重新分布导致微

环境的分化［８９］；坡度、坡位通过重力影响土壤水分入渗，排水，而径流和日照强度对土壤含水量的变化起着重

要的作用［９０］；相对高度决定了土壤和植被的垂直地带性分布，并且对土壤水分的再分配具有重要影响［９１］。
相关研究表明，ＮＤＶＩ 受坡度的影响很大，但随纵横比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９２］。 干旱半干旱区降水不均且地

下水位较低，土壤含水量少且蒸发大，植被变化更依赖降水［８８］。 有研究发现，通过构建坡度和坡向的相互作

用模型，了解到坡度和坡向间具有抑制作用，主要原因是随着降雨逐渐减少，导致坡度对 ＮＤＶＩ 的正效应随纵

横比的增加而减小；相反，当坡度变大时，土壤水分在重力作用下相对较小，因此纵横比对 ＮＤＶＩ 的正效应随

坡度的增加而降低。 也有研究发现该结论适用于坡度与相对高度的相互作用，主要是因为坡度的增加使土壤

水分相对较小，这导致高度对 ＮＤＶＩ 的正效应随坡度的增加而减小。 但由于海拔的升高，受坡度影响的日照

条件基本不变［９２］。 研究表明［９３］，植被恢复的重点应该是在特定地形条件下不同植被类型的 ＮＤＶＩ 最大值或

最小值范围，ＮＤＶＩ 值较大的区域具有更多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和信息交换，这是发挥生态功能和生态服务价

值的核心区域；而 ＮＤＶＩ 值很小的区域，它比 ＮＤＶＩ 值大的区域不稳定，并且是生态保护的关键区域。 通过阈

值回归分析，发现地形因素必须在合理范围内才能使植物更好地生长［９４］。
综上所述，植被恢复的区域应集中在相似地形，在地形因子达到最大值时增加此类植被的种植；当地形因

子达到最小值时，保护原始植被群落的结构和数量，尽可能避免人为干扰和破坏；不适合耕种的区域应退还给

５　 ２３ 期 　 　 　 赵思腾　 等：干旱半干旱区地下水埋深对沙地植物土壤系统演变的驱动作用综述 　



林草地或沙地，以使其符合生态系统的规律并发展为更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９５］。

４　 地下水埋深对沙地土壤养分与植被特征协同演变的驱动作用

土壤理化性质和植被特征是决定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重要因素，植物的生长可以改变土

图 １　 地下水埋深与土壤植物关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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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的结构、养分以及附近的微气候条件，土壤条件也会

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二者在生态系统生产力、地
表能量平衡和水资源可利用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耦合

关系。 水分是干旱半干旱区植被生长的重要限制性因

子，地下水埋深的变化决定了土壤含水量，地下水也会

与土壤容重、土壤 ｐＨ 相互作用，直接影响植物生长条

件［５］。 植被盖度和群落组成结构可能也会改变土壤条

件，从而影响土壤养分的输入和循环［９６］。 这些结果证

实，地下水—植物—土壤三者间的互馈作用会影响植物

群落的结构和土壤特性（图 １）。 以科尔沁沙地为例，科
尔沁沙地地处农牧交错带，也是气候变化与农业发展的

敏感地带。 独特的气候加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

用造成了缺水以及养分匮乏的现状，植物为了融入自然

适应自然逐渐形成了地下水依赖型的物种组成［１４］。 物

种依靠地下水表面以上的毛细管水生存和生长，地下水水位的变化直接影响植物个体的生长和群落结构组

成。 近年来，由于人类对地下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气候变化造成的地下水埋深增加，对该区植被生长生存

构成严重威胁，且旱区较湿润区植物空间异质性高，植物对土壤养分的变化尤为敏感［２８］。 干旱区相关研究发

现，地下水的埋深和矿化度是植被盖度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５］。 也有研究显示，地下水埋深对乔、灌木的影

响要大于对草本的影响，这与物种水分利用策略有关［４９］。 同时，植物群落特征改善和物种组成优化会影响土

壤化学成分，有助于植物土壤系统间养分循环［９６］，植被组成结构的变化也会改变土壤物理结构，例如对土壤

颗粒的组成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沙质土含量降低，壤土含量上升［６７］。 例如乔、灌木植物由于沃岛效应明显

改善了其附近土壤条件［５１］。 也有一些机会主义者，他们拥有相对宽广的小生境（如多枝柽柳和芦苇），通常

具有较高的比叶面积和叶氮含量，可以在路边、盐沼和更干旱的地区生存［２７］。 在生理功能方面，物种间对土

壤水分和养分的需求存在差异；在形态特征方面，不同物种根的形态不同，其对土壤水的吸收能力也不同。
因此，在研究地下水埋深变化对植物土壤系统发育驱动作用时，不但需要考虑环境因素，还需考虑到不同

植物种群或群落的影响。

５　 基于地下水埋深数据和模型算法预测未来沙地植物土壤演替趋势

植物特征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能够很好的解释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变化，以及预测生态系

统将如何应对未来地下水埋深变化。 预测植被变化趋势是确定并解决未来环境发展动向问题的有效途径。
地下水埋深变化对沙地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综合环境因子对植被土壤进行预测和评价对

现代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工作非常重要，也是恢复生态学走向科学修复、精准治沙的一个关键步骤［９７］。 综上

所述，在理解地下水埋深对植物土壤系统演变的驱动作用基础上，应加强预测模型的研究，本文对前人研究方

法作了归纳，并比较分析了模型方法的优势及局限性，仅供参考。
模型预测从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可分为确定性方法和随机方法。 确定性方法有解析法、数值法、物理模拟

法；非确定性方法包括回归分析法、频谱分析法、时间序列法、模糊方法、灰色聚类法、人工神经网络法以及根

据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预测方法组合起来构成的新方法。 例如时间序列法是应用比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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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一种科学分析方法。 现已广泛应用于地下水资源评价、预报和管理当中。 自回归模型（ＡＲ）、滑动平均模

型（ＭＡ）、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ＡＲ⁃ＭＡ）等模型常用于地下水位预报。 这些模型的应用给大区域尺度地下水

动态预报分析带来了极大的便利［９８］。 近年来，将传统生态学与模型算法等现代地理信息处理技术相结合，基
于环境因子动态数据对沙地植被土壤进行模拟预测与结果验证成为了生态恢复研究中的热点［９９—１０１］，国内外

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国内有学者通过采用传统经验模型对土壤水分特征曲线进行拟合分析，比较了不

同模型的拟合效果［１０２］。 也有研究显示，通过用 ＡＲ 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预测了土壤水分动态变化趋势，经过验

证得到了较好的结果［１０３］。 葛翔宇等［１０４］将 ＢＰ 神经网络算法、随机森林算法、超限学习机算法与光谱数据相

结合，建立了土壤养分反演预测模型，结果较好。 国外也有大量相关研究，Ｓｏｙｌｕ Ｍ Ｅ 等［１０５］运用 ＨＹＤＲＵＳ⁃ １Ｄ
模型量化了半干旱草原区 ０—２５０ ｃｍ 地下水埋深对蒸散的影响，并得出土壤质地和地下水深度是影响蒸散性

能关键参数的结论。 也有研究通过计算植被指数与土壤水分含量之间的滞后秩相关来评估土壤含水量［１０６］。
Ａｒａｙａ⁃Ｌｏｐｅｚ 等［１０７］通过多时相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２ 图像和支持向量机回归算法预测了安第斯草地土壤水的空间分布

格局。
土壤植被预测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地下水⁃植被⁃土壤是一个复杂的耦合或复合系统，

影响该系统的因素很多，目前的预测模型都只是尽可能的接近实际状况。 鉴于此，模型与预测因子的选择还

需从更多方面考虑，同时也要顾及预测因子间的相互作用。 预测因子的选择上大多从专家打分或从相关性强

弱入手进行权重评价，还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通过对地下水埋深变化的精准分析，然后

基于此分析结果进行建模和分析地下水埋深变化引起的土壤水分时空分布特征，并解析地下水埋深—土壤水

分—植被特征三者关系，探索科学合理的植被土壤协同演变预测方法，为沙地生态系统防灾、减灾、受灾评估

等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因此，今后相关研究应基于近年地下水埋深定点实测数据、气象数据、地形因素等多源数据，建立植被土

壤数据库和预测因子数据库，并结合模型算法的相关分析技术对地下水埋深变化情境下的沙地植被土壤演变

过程进行模拟预测，构建地下水埋深变化对植被和土壤协同演变的驱动模式、研究方法体系和定量研究途径。

６　 展望

气候与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将对未来生态系统变化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区正在经

历以地下水埋深增加、自然生态系统退化，人工生态系统维持更为依赖地下水资源的过程，迫切需要在植被、
土壤、地下水埋深和未来可预期用水方式、规模之间建立科学、合理的关系。 本文分析了干旱半干旱区地下水

埋深变化所引起的土壤水分变化对沙地植物土壤系统造成潜在影响的研究进展，阐述了当地下水位处于不同

范围时土壤植物特征的变化情况。 总之，水资源匮缺对植物及土壤特征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对地下水埋

深变化这一驱动因子所引起的土壤水分变化对植物土壤系统产生的潜在影响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鉴
于此，建议今后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强化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关系分析。

１）加强干旱半干旱区地下水埋深变化对土壤水分状况的影响机制研究。 选择不同气候条件（降雨量

等）、土地利用方式（抽取地下水灌溉等）、生态保护策略（大面积造林等）等条件的地下水利用强度因子与土

壤水分状况的变化进行同步监测，深入地下水埋深变化对土壤水分的影响机制。
２）加强对干旱半干旱区地下水埋深变化所引起的土壤水分状况与土壤植被生理生态协同变化规律的研

究。 科学严谨的制定试验方案，通过集成野外植被跟踪调查、高精度植物生理监测、高空间分辨率无人机监测

等技术，建立健全能够代表区域生态系统及其要素变化的定位监测样地系统，多尺度一体化探究地下水埋深

与植物土壤特征的协同变化规律。
３）加强干旱半干旱区复杂条件下的地下水埋深变化特征结合植物生理生态指示性因子进行综合分析，

从静态到动态、从定性向定量、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 探究不同植物对干旱胁迫的适应

策略，直击植物抗旱本质，进一步开展不同地下水埋深情况下植物抗旱能力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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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加强干旱半干旱区地下水埋深变化趋势对植物土壤特征影响的预测模型研究。 在对本文前 ４ 部分进

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不同地下水埋深条件下土壤水分状况变化对植物土壤特征的影响评价与预测

模型。
综合以上几点，提升未来生态情景预测、模拟与验证水平，为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系统演变规律研究、趋势

预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技术支撑和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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